
第 31 卷第 3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1 No.3 
2025 年 5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May 2025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5. 03. 003 

 

德雷福斯可供性理解之“物”的补充 
——技能习得模型的后现象学批判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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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作为反思人类思维与行为的理论依据，德雷福斯的技能习得模型理论意义重大。技能习得模型

中的“可供性”被德雷福斯理解为一种直接的邀请，以排斥可供性作为环境因素的客观性特征。矛盾

的是，在技能习得模型中，“可供性的邀请”不可避免地要以可供性的客观性为基础，这就使其难以

实现德雷福斯本来的哲学主张。究其根源，技能习得模型预设了一种“认知主义主体”，并且忽视了

技术与环境等“物”的维度。通过后现象学揭示出可供性的具体呈现过程，弥补模型中可供性理解的

不足，可以修正技能习得模型，使其更加符合德雷福斯的哲学理想与技术哲学的“物的转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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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验转向”后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提出了技能习

得模型。这不仅是试图重新奠基人工智能背后假设的重要尝试，更是当今技术时代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状

况下人类反思自身思维与行为的理论依据。德雷福斯的技能习得模型旨在展现“人类如何更加充分地

揭示世界”。它描述了学习者通过技能习得，从“脱离情境的理性认知主体”彻底转变为“具身情境

的直觉行为主体”的过程，而转变的关键环节依赖于学习者对环境中可供性(affordance)的识别与回应。 

可供性在技能习得模型中被德雷福斯理解为一种直接的“邀请(solication)”，这种理解暗含着一种

对可供性作为环境因素的客观性的排斥。但分析可知，“可供性的邀请”实际上无法脱离可供性的“客

观性”，这就导致技能习得模型中的可供性理解前后不一致。德雷福斯过于强调可供性的主体主导作

用，缺乏对技术与环境等“物之维度”的关注，从而忽视了“可供性如何呈现”这一根本问题。这使

得技能习得模型在根本上没有实现德雷福斯本来的哲学理想，即主体始终具身于情境中接受“可供性

的邀请”。后现象学以其对人−技术−世界间不同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对德雷福斯技能习得模型进

行修正的可能视角。通过后现象学批判性地分析技能习得模型中的主体理解、世界理解和可供性理解，

可逐步揭示出可供性的具体呈现过程，以修正技能习得模型。通过具体地呈现出可供性的过程，可以

有效地澄清技能习得模型中的可供性理解，揭示主体−技术−世界之间的互相构成性，弥补技能习得模

型忽视技术物带来的含混性，从而使得技能习得模型更加符合当前技术哲学“物的转向”哲学理念，

并消解技能习得模型与德雷福斯本来主张之间的差异。 

 

一、技能习得模型中的两种可供性理解 

 

可供性概念源自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生态心理学研究。吉布森指出，“环境的可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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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环境提供给动物的或好或坏的东西”[1](119)，这种“可供性并非由观察者的需要或感知行为而赋予

物体。物体之所以具有可供性，在于物体本身所是”[1](130)。吉布森使用这一术语，旨在描述环境所提

供的行动的可能性，这强调了可供性的客观性特征。与吉布森不同，德雷福斯将可供性概念理解为一

种直接的“邀请(solicitations)”，积极主动地邀请特定的行动，强调了可供性的能动性特征。作为“邀

请”的可供性理解奠定了德雷福斯技能习得模型的概念基础，形成了技能习得的五个阶段，即新手阶

段、高级初学者阶段、胜任阶段、熟练阶段和专家阶段。 

德雷福斯的可供性理解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理解。在他看来，世界在最基础的层面上由功能

(for-whats)而非事物(whats)组成[2]。例如，当我们进行写作时，我们遇到的并非一张书桌，或是有着某

些性质的对象，而是一种可供性——可供进行书写。这些功能而非事物直接呈现为各种可供性，即世

界是一个“吸引或排斥我们的相互关联的邀请的总体”[3]。这否定了吉布森意义上的基于具体事物的

“可供性事实(affordance-facts)”的存在。此外，可供性的邀请及其构成的世界与我们直接被邀请的能

力密不可分。行为者越是熟练，对可供性的邀请的回应就越流畅。易言之，并不存在作为“既定的、

静止的物理结构”的事物，可供性存在于“主体与对象的实践关系中”[4]。这意味着可以凭借可供性

概念来对技能习得模型进行描述。根据学习者对可供性无法识别、直接识别和直接回应三种状态，可

将技能习得模型的五阶段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新手阶段和高级初学者阶段。该层次的学习者与当前环境相互独立，无法识别环境中

的可供性。对于他们而言，世界此时表现为由具有特定属性的事物组成。学习者的行动依赖于既有的

明确规则，或是相对模糊的准则。这些规则或准则指导学习者了解环境、行动和结果间的关系，并赋

予其行动目的性。 

第二层次：胜任阶段和熟练阶段。该层次的学习者逐渐融入情境，能够识别出当前环境中的可供

性。其中，胜任阶段的学习者需要遵循规则或准则，经过深思熟虑或大量实验选择特定立场，以从众

多可供性中确定回应何种可供性。及至熟练阶段，学习者可直接识别出需要回应的可供性，但仍需遵

循规则或准则，以确定如何回应这一可供性。 

第三层次：专家阶段。该层次的学习者可直觉地回应环境中可供性的邀请，无需识别可供性和环

境本身。其行为不再需要借助规则与思考，而依赖于身体体会到的或多或少的紧张感。专家技能已经

彻底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 

技能习得过程的层次划分暗示了德雷福斯对可供性的理解存在不一致性。德雷福斯声称他反对吉

布森“可供性事实”的客观性特征，强调可供性的邀请的能动性特征[3]，主张这种可供性“只有在我

们不注意的时候才会出现”[5]，并把这种可供性理解运用于技能习得模型的第三层次。但德雷福斯在

第二层次却将可供性描述为“并不告诉学习者是否应该对行动的可能性做出反应”[6]，这意味着此处

的可供性不具有邀请特征，且要求得到学习者的识别。至此，技能习得模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可供性

理解：(1)不被注意的“可供性的邀请”理解；(2)要求识别的不具邀请性的可供性理解。第(2)种可供

性理解与吉布森可供性理解的相似性遭到了德雷福斯的忽视，因为在德雷福斯处，技能习得模型中可

供性理解的不一致性并未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这体现在德雷福斯的如下哲学主张中：第(2)种可供性理解要以第(1)种可供性理解为基础。该主

张的逻辑为：德雷福斯指出，“在一个充满思想的事实世界中，可供性的确可以作为数据或特征被体

验到，但这一客观世界及其概念秩序是以一个前客观世界为前提的”[3]，这一前客观世界就是其主张

的由功能组成的世界，直接支持了“可供性的邀请”理解。在此基础上，当学习者自熟练应对退后一

步，便会失去熟练应对时体会到的紧张感，进而意识到环境中的可供性，这种“对‘客观可供性’的

开放很可能会利用理性，但它并不会吸引任何人去做任何事”[3]。学习者不得不依赖规则或是准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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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性思考，以选择回应某种可供性或采取某种行为。因此，技能习得模型中第二层次存在的第(2)

种可供性，即德雷福斯所说的“客观可供性”，可以视作对“可供性的邀请”的理性后退。这就意味

着技能习得模型存在一种后退和循环的可能性：自专家阶段的后退，是对胜任或熟练阶段的重返。但

这一逻辑无法得到技能习得模型的支持，因为技能习得模型前后存在着绝对的区分，割断了这一可能

的循环。 

绝对区分的根源在于，德雷福斯预设了两种不同的“主体”。在技能习得模型中，学习者最初作

为“脱离情境的理性认知主体”存在，经过不断的经验积累逐渐识别出环境中的可供性，在第四阶段

彻底转变为“具身情境的直觉行为主体”。但针对如何从“脱离情境的认知主体”彻底转变为“具身

情境的行为主体”却缺乏解释，这就造成了技能习得模型前三阶段与后二阶段的实质性断裂[7]。在此，

需要对“断裂”做必要的解释。在与塞尔、麦克道尔的争论过程中，德雷福斯通过“熟练应对”和“运

动意向性”两个概念强调了行为主体的直觉性和具身性，这一前提构成了德雷福斯的基本主张。然而，

德雷福斯在对技能习得模型的描述中，始终强调“任务环境被分解成初学者无需经验就能识别的上下

文无关的特征，初学者将会被给予基于特征的规则以决定行为，就像计算机执行一个程序一样”，而

“这些规则忽略了背景情况”，直到第二阶段的“准则才要求学生对其应用的领域有所了解”[8](30−31)。

这意味着新手阶段的学习者实际上完全脱离情境，无需对情境有所意识，而在后续技能习得过程中逐

渐融入情境。此外，德雷福斯一方面主张技能习得模型只是对笛卡尔式的传统模型的局部修正，另一

方面又试图利用技能习得模型批判早期人工智能的失败。这两点共同暗示了技能习得模型对传统模型

的继承，即存在脱离情境的理性主体，否则技能习得模型将无法解释脱离情境的早期人工智能，德雷

福斯也就不能提出其主张的海德格尔式的人工智能[7]。此外，马克·科克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批评

德雷福斯未能在其模型中充分概念化作为“背景实践”的“社会”维度，并强调“背景实践”完全无

法被规则化[9]。因此，在只强调脱离情境的规则的新手阶段，德雷福斯主张的“社会”背景难以被引

入，主体“脱离情境”也就理所当然了。凯瑟琳·哈塞(Cathrine Hasse)直接批评道：“即使是新手也不

能被说成是像机器那样基于规则学习……与德雷福斯兄弟声称的相反，根本没有脱离情境的学习发

生。”[10]合而言之，“断裂”既指技能习得模型中第三、第四阶段之间存在的实质性断裂——未能解释

如何“从分离的、分析性的规则遵循转换到参与的、综合性的体验模式”[11](112)的转变，也指技能习

得模型与德雷福斯本身的哲学主张之间的断裂。在此，重要的是前一种断裂，因为这一断裂说明了为

什么要承认技能习得模型中“客观可供性”和“可供性的邀请”两种不同理解的存在，并且无法将前

者视作对后者的后退。 

事实上，技能习得模型中的第(2)中可供性理解，就是吉布森主张的“可供性事实”。技能习得模

型前三阶段的学习者作为脱离情境的认知主体，从胜任阶段开始，能够识别出当前环境中的可供性。

根据德雷福斯的世界理解，可供性以世界中的功能呈现。这些功能要么来自前客观世界中主客未分状

态下的共同构造，要么是环境中直接的客观存在。既然前三阶段的认知主体与当前环境相互独立，无

法在先参与前客观世界中的共同构造，那么基于主客二分的认知主义视角，第三阶段开始的可供性只

能是由环境提供的、可供选择的客观可供性清单。 

换言之，和吉布森一样，技能习得模型第三阶段的可供性同样强调了可供性的客观性。在此基础

上，学习者通过深思熟虑或大量实验选择一个立场确定回应某一可供性(胜任阶段)，然后随着“情境

相似性的经验积累”与“情境决策的不断分类”[8](33−35)，能够确定采取某一行为回应这一可供性(熟练

阶段)，并最终能够直接回应“可供性的邀请”(专家阶段)。根据这一描述，“客观可供性”不但不是

“可供性的邀请”的理性后退，“可供性的邀请”反而是在“客观可供性”基础上的经验积累。“可供

性的邀请”是基于客观性之上的邀请，这与德雷福斯的本来主张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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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根本上源自技能习得模型的两点理解：(1)强调功能作为世界基础的世界理解；(2)预设

两种对立的主体理解。首先，德雷福斯将功能视作世界的基本存在，这掩盖了功能背后的“物的维度”，

导致了对“可供性的来源”问题的忽视，从而将“客观可供性”确定为环境中的客观存在。另外，技

能习得模型预设了被动的环境和能动的主体两端，然后通过主体的经验积累不断弥合两端，于是模型

中的可供性就只能理解为由主体确定的环境提供的客观可供性，强调主体的主导作用。 

德雷福斯的哲学理想与技能习得模型之间的实际差异，意味着需要对技能习得模型的可供性理解

进行修正。在德雷福斯看来，技能习得模型旨在展现人类如何更加充分地揭示世界，这与同样来自现

象学传统的后现象学不谋而合。由唐·伊德(Don Ihde)开创的后现象学旨在研究人与世界之间的不同

关系，有助于弥合技能习得模型中两种主体预设之间的断裂。此外，后现象学强调技术(它贯穿了人−

技术−世界的整体关系维度)对主体行为的邀请或抑制，特别是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

从后现象学发展出的技术调节理论，可以完善技能习得模型中的可供性理解。从后现象学的视角对技

能习得模型可供性理解展开批判，是对其进行修正的有效尝试。 

 

二、两种可供性理解的后现象学批判 

 

我们主要借助伊德、维贝克的后现象学思想以及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物导向本体

论思想，对技能习得模型中的世界理解、可供性理解和主体理解展开具体的批判。 

(一)“世界理解”的后现象学批判 

德雷福斯认为，世界由功能而非事物组成，是一个吸引或排斥我们的相互关联的可供性网络。这

一理解旨在防止将功能理解为事物的客观属性，强调可供性的直接邀请性。但技能习得模型中可供性

的邀请性最终奠基于其客观性之上。部分原因在于，德雷福斯的“世界理解”遮蔽了“功能(可供性)

的来源”这一本应解释的问题。这意味着需要追问功能的来源问题。 

在后现象学看来，功能的呈现要以技术为基础。技术在此指“我们在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使用的物

质文化人工物”[12](1)，具有“本质性、结构性两个维度的含混性”[12](146)。也就是说，技术首先是具体

的事物，没有固定的本质，只能在具体使用环境中成其所是。技术不能简化为功能，“以物质的方式

调节人与世界间的关系，必须作为物质对象来发挥自己的功能”[13](209)。世界中出现的功能，必须以

物质性的技术作为基础，且通过技术在具体环境中的调节作用才能产生。简言之，功能既非世界的基

本单位，也非事物的客观属性。 

德雷福斯世界理解的缺陷就在于忽略了功能背后的物质性。他将事物直接简化为功能，从而丧失

了对技术的关注。然而，技术之所以为技术，是因为它总是超出了功能此刻之所是。忽略了物质性的

可供性，无法向下寻求技术的支持，只能被解释为世界中的客观特征。并且，功能将技术固化成当下

的一种客观可供性，从而丧失了潜在的无数可能。为了贯彻德雷福斯的本来理念，我们需要首先强调

技术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础上解释功能的形成。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理解，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可以为此提供资源。哈曼认为，一切存在必须

首先是“工具(旨在强调‘实在’而非‘有用性’)存在”，即“物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总是以某

种特定的视角出现”[14](72−73)；在此基础上，人类主体“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置身于这些物件之间，他的

生命被这一处境的所有内容所规定”[14](69)。换言之，世界的基本存在一定是事物而非功能的存在，但

事物是“出人意料和不透明的”[15]，只能通过具体的特定视角显现，因此一定是功能性的显现。但无

论多少功能性的显现都无法穷尽事物本身。事物确保了功能如何呈现，功能确保了事物得以显现，二

者互相成就，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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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对“物”的关注，技能习得模型产生了错误的可供性理解。后现象学重新引入了“物的

维度”，便可进一步分析模型中存在的两种可供性理解。 

(二)“可供性理解”的后现象学批判 

技能习得模型中存在“客观可供性”和“可供性的邀请”两种不同理解，前者在逻辑上先于后者。

这与德雷福斯视“可供性的邀请”为主要理解的哲学主张相矛盾。事实上，基于德雷福斯的“世界理

解”，可供性的邀请性应当来自主客尚未分离状态下人与世界对功能的共同构造，而非主体在环境提

供的客观可供性上的不断经验积累。 

后现象学认为，技术具有“多重稳定性(multistability)”，即技术没有固定的本质，只能在某种具

体使用环境中成其所是。它可以解释可供性的来源和数量问题。一种技术之所以具有多种可供性，是

因为它在不同环境中可呈现出多种行动的可能性；而一种环境之所以能够呈现多种可供性，是因为它

由多种不同的技术组成。技术的多重稳定性是不可预料的，因此我们无法穷尽某一技术可能的可供性，

而只能具身当前环境以识别出可能的可供性。但在一种环境中，不同技术间的构成可能性即可能的技

术组合同样无法穷尽，因此可供性的呈现需要主体在先对当前环境采取某种立场，识别出具体的技术

组合。总之，可供性的呈现依赖于主体、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共同构成。 

如此一来，试图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环境中客观可供性的做法是无意义的。“除非屈从于本质主

义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立场”[16]，否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可供性”，也不存在独立的环境。技

能习得模型是对认知主义的修正。然而，德雷福斯把模型前三阶段的学习者设定为一种认知主义存在，

并与后两个阶段的直觉主义设定区分开来。但他并未处理好二者发生在胜任阶段的彻底转变，以致模

型前后出现了严重的断裂。于是，技能习得模型始终存在一种潜在的认知主义立场，产生了德雷福斯

批判的“客观可供性”。从逻辑上看，“客观可供性”同样源自技能习得模型一开始的认知主义主体预

设。我们在逻辑上批判了“客观可供性”之后，仍需从事实上对此加以批判，并借助后现象学的具体

案例进行分析。请假设以下情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被教导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苹果，并且要在认

真清洗苹果后才可食用。可以设想如下三种情况： 

(1) 一位小朋友觉得今天的苹果十分好看，于是他面临着至少两个可供性：一是继续欣赏这个好

看的苹果，但可能耽误吃的时间；二是遵循规则吃掉苹果。 

(2) 一位小朋友认真执行老师们的教导，已经养成很好的习惯，他没有意识到规则，也没有意识

到苹果可供食用的可供性，就十分熟练地吃完苹果，成为其他小朋友的榜样。 

(3) 一位小朋友十分饥饿，尚未意识到苹果可供食用的可供性，也没有遵循规则，就直接把苹果

吃掉了。 

在情况(1)中，环境呈现出了两种可供性，小朋友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它可同时由技能习得模

型和后现象学加以解释。从技能习得模型来看，客观环境中预先存在的两种可供性被独立于环境的主

体小朋友识别，然后小朋友需要根据自己的深思熟虑选择其中一种。从后现象学分析来看，环境由包

括苹果在内的多种技术构成，可组成多种不同的技术组合，因此苹果在理论上具有多种可供性；作为

一个具身环境而非客观独立的主体，小朋友直接识别出了其中两种，然后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其中一种。

抛开德雷福斯反对的主客二分立场不谈，相较于技能习得模型，后现象学分析更明确地解释了可供性

的来源和数量问题，具有更丰富的解释维度。这是因为后现象学将德雷福斯单一固化的功能理解还原

为蕴含无数可能的技术理解。 

情况(2)与情况(3)的对比同样反驳了模型的可供性理解。这两种情况都可用“可供性的邀请”加

以解释。二者的区别在于，情况(2)强调小朋友经验的不断积累和习惯养成，而情况(3)中的小朋友并

不需要技能习得意义上的经验积累，就直接回应了可供性的邀请。这就是说，学习者的经验积累并非

形成“可供性的邀请”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客观可供性”并非“可供性的邀请”的必要前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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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三种情况，可以在事实上有效地反对模型中的可供性理解。 

从逻辑和事实上对技能习得模型的可供性理解进行批评，为通往后现象学的可供性理解打开了道

路。但这一批评揭示了模型在主体理解上存在的问题，也需要进行后现象学的分析。 

(三)“主体理解”的后现象学批判 

技能习得模型中有关主体的理解主要包括两点：(1)模型中预设了“认知主体”和“行为主体”两

种对立的主体；(2)对可供性的识别与回应最终依赖于主体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对可供性理解进行批评

的过程中，这两点主体理解遭到了后现象学的挑战。 

从后现象学修正的“世界理解”来看，主体总是已经具身于环境并参与可供性的呈现过程中。在

“可供性理解”的后现象学分析中，这一“世界理解”驳斥了作为环境客观特征的“客观可供性”理

解。显然，作为“客观性理解”必要条件的“脱离情境的主体预设”同样无法成立，技能习得模型中

的主体自始至终都具身于某种环境之中。既然不存在两种对立的主体预设，模型前后的断裂就将不复

存在，那么将“客观可供性”还原到“可供性的邀请”的可供性理解也将得以成立。技能习得模型中

的确存在一种循环，这确立了“可供性的邀请”的逻辑在先性。至此，无论是否通过经验积累习得了

相关技能，主体都可直接回应可供性的邀请。这一观点可与情况(3)互相印证。 

以一种后现象学方法批判地分析技能习得模型的世界理解、可供性理解和主体理解，至少可以澄

清(1)世界的基本单位并非功能，而是具有物质性的技术，前者以后者为基础；(2)无论在逻辑上还是

在事实上，“客观可供性”理解都不符合德雷福斯的哲学主张；(3)在技能习得过程中，不存在“脱离

情境的认知主体”，主体始终具身于环境中；(4)“可供性的邀请”理解在德雷福斯哲学中具有逻辑在

先性。根据这些观点，可以尝试给出基于后现象学的更加具体与完善的可供性理解，并修正技能习得

模型。 

 

三、可供性概念与技能习得模型的后现象学修正 

 

我们通过后现象学对技能习得模型中两种可供性理解及其关系的批判，成功地反驳了基于认知主

义的“客观可供性”理解。这为构建一种后现象学的可供性理解提供了可能，新的可供性理解可以有

效地修正技能习得模型。 

(一) 基于后现象学的可供性理解 

后现象学揭示了“可供性如何呈现”这一问题。可供性的呈现依赖于主体、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共

同构成，据此可以给出更加具体和完善的可供性理解。这不仅要强调技术和环境的影响及作用，还要

强调主体、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共同构成性。 

首先，环境对可供性之呈现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请继续设想小朋友与苹果的如下情况： 

(4)在一间标准的美术室里的美术课上，小朋友们正全神贯注地观赏一颗苹果。 

对绝大部分全神贯注的小朋友来说，苹果在此呈现出的可供性主要限于可供鉴赏。这一可供性的

呈现与小朋友的经验无关：他可以是充分习得绘画技能之后，也可以是接触美术不久，甚至完全不懂

鉴赏。在当前环境中，主体并非影响苹果可供性之呈现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当前课堂上的特定技术

环境——包括教学设备、教师指导和学生言行等因素——共同构造了苹果的审美功能。换句话说，当

前的整体环境已经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可供性，当小朋友融入这一环境时，就已经在先地确定立场而接

受了这一可供性的邀请，无需其有意抉择或熟练应对。这一观点不难得到经验的辩护。在日常生活中，

一种特定的环境总是能够吸引我们朝向某种行为，即便我们可能无力回应或有意拒斥该行为，这也意

味着我们已经在先受到朝向这一行为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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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独自提供了某种客观的可供性，相反，主体和技术总是已经在先参与其中。

这可由维贝克的复合意向性概念进行解释。维贝克主张，意向性一直是“人与非人意向的杂交”[17](73)，

复合意向性则指的是“技术的意向性和人类的意向性相结合而产生的意向性形式”[17](178)。也就是说，

在情况(4)中，环境中特定的技术组合直接参与 “学习者对当前环境采取某种立场的抉择过程”。于是，

小朋友们一旦处于这一环境，就已经拥有了一种特定的复合意向性，亦即受到特定可供性的邀请——

观赏苹果。用德雷福斯的话讲，可供性本身就已经蕴含了动机内容[11](120)。但一般来说，环境中大量

的技术物可组成多样的技术组合，从而参与形成多种可供性的邀请，因此，胜任阶段的学习者在已经

识别出环境中的可供性后，通常需要再次确定立场以回应其中一种可供性。 

其次，可供性的呈现也受到主体方面的重要影响。这不仅表现为技能习得模型已经强调的主体间

的技能差异，还表现为处于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主体间的文化差异。以伊德对沙丁鱼罐头的分析为例。

沙丁鱼罐头盒被澳大利亚淘金者视作垃圾随意丢弃，却遭到了新几内亚人的疯狂抢夺，他们将其作为

在特别场合才会佩戴的头饰[12](132)。也就是说，相同的技术物面对不同背景下的主体时，可以呈现出

不同的可供性邀请。一种环境向我实际呈现的可供性与我自身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当面对同一环境

中的苹果时，一位厨师、一位画家和一位商人所能意识到的可供性显然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暗示了主

体不可剥夺的文化嵌入性。主体自始至终都应当具身于某种环境之中，这便是德雷福斯始终强调而又

在技能习得模型中不幸忽视的更大的社会物质文化环境。 

最后，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环境和主体对可供性的共同构造必须通过技术调节加以实现。维贝克

对产前超声检查的后现象学分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该检查旨在检查胎儿的健康状况，并使子宫

内的胎儿可视化，使得未出生的胎儿提前成为独立个体和潜在病人。这就迫使准父母们自怀孕开始就

面临选择：是否接受产前检查、检查的目的、如何应对潜在的问题等[18]。在物质文化发达的社会中，

拒绝产前检查将被视作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大多数准父母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可供性。而在技

术落后的社会中，准父母们不曾接触这一技术，便不会面临上述选择，但需要相应地承担婴儿携带各

种先天疾病的风险。由此可见，不但可供性的呈现受到技术的调节影响，而且环境成为如此的环境，

主体成为如此的主体，都在根本上基于技术的调节作用。具体的技术在邀请某些行为的同时，也阻碍

甚至拒绝了其他行为，然后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和环境。这种具体的技术调节可以出现在典型的技术设

计、更小的社会学实验环境或更大的社会物质文化的在先给定中，与此对应的具体阐述可见拉图尔对

减速带的分析、菲利普·津多巴(Philip Zimbardo)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19]以及王小伟对技术的礼

之维度的揭示[20]等案例分析。这些案例分析表明，通过有意地安排特定的技术组合，可以塑造出特定

的可供性邀请，对学习者的技能习得产生或好或坏的特定影响。 

维贝克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因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其世界，而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因其以某

种方式呈现于其主体。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通过事物发生，事物同时塑造了主观性和客观性。”[13](235)

主体、技术和环境三者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不可区分的。综上所述，可供性是在主体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技术调节的基础上产生的，始终来自主体、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共同构造，而对可供性的理解需要充

分基于人(主体)−技术−世界(环境)这一关系本体论的整体视角。 

(二) 技能习得模型的后现象学修正 

可供性的呈现来自人与非人的共同构造，一定是“可供性的邀请”。这些邀请既可以直接吸引主

体的回应，也可因主体的经验不足或有意反思而失效。技能习得模型明确地强调了前一种情况，后现

象学完善了后两种情况。根据后现象学提供的可供性理解，可以对技能习得模型进行修正。 

首先，后现象学的可供性理解可以对技能习得模型的主体预设进行具体的反驳。德雷福斯认为，

在技能习得过程中，大部分学习者的技能水平都将无法突破胜任阶段，无法实现从“认知主体”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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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转变。他对此的解释可总结为“抗拒感情带入、拒绝接受风险会导致学习进程的停滞”[21](42)。

换句话说，胜任阶段的学习者在回应环境中识别到的可供性时，倾向于选择继续遵循规则或准则来规

避行为失败带来的可能风险。或许一些圆滑世故的学习者会有意识地如此选择，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大

部分学习者都倾向于如此选择。 

从后现象学的可供性理解来看，学习者的行为不仅受到个人层面的主观影响，还源自周围环境参

与的共同构造。当学习者所处环境周围的学习者都倾向于遵循规则或准则以规避风险时，这一现象将

作为一种更大的环境与学习者共同构造当前环境中可供性的呈现。也就是说，学习者的进程停滞不仅

是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德雷福斯已经指出胜任阶段的学习者“倾向

于模仿他们的老师……老师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1](42)。这一“倾向于”暗示了被德雷福斯所忽视

的更大环境本身。这在具体层面上指出了技能习得模型中“脱离情境的认知主体”预设是错误的。 

技能习得模型中的主体始终处于当前环境之外的更大环境中。这一更大环境不仅支持着其在技能

习得模型前三阶段的行为模式，还在胜任阶段伊始参与塑造了当前环境的可供性呈现。它可以是主体

学习当前技能的目的、支持技能习得的社会规范、已经习得的具体技能以及周围人在类似情况中的行

为方式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物质文化背景，它在根本上影响着此次技能习

得的可供性呈现。换言之，更大的环境作为一整套可供性构成了丰富的可供性景观，而个体与当前情

境相关的行动可能性则将这一景观结构化为“相关可供性领域”[22]。 

总之，主体与其所处的更大环境共同构造出当前环境中的可供性，并将始终处于这些可供性的邀

请之中。根据对这些邀请的不同回应方式，主体处于不同的技能习得阶段。凭此理解，我们最终得以

修正技能习得模型。 

第一层次：新手阶段和高级初学者阶段。学习者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更大的社会物质文化环境之

中。这一环境作为一套丰富的可供性景观，支持着学习者的日常熟练应对行为和第一层次的规则或准

则遵循行动。 

第二层次：胜任阶段和熟练阶段。胜任阶段伊始，学习者逐渐融入当前环境，基于自身所处的更

大环境，结合当前环境中的各种技术意向性，共同构建出当前环境中的可供性。这些可供性直接邀请

学习者的特定行为。但由于学习者的经验不足，可供性的邀请失效，转而进入学习者的意识，成为所

谓的“客观可供性”。这意味着学习者进入了胜任阶段。在胜任阶段，学习者不得不通过理性思考来

选择某种立场，以从识别出的众多可供性中确定回应某种可供性。及至熟练阶段，由于经验的不足，

学习者同样需要依赖理性思考来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回应该可供性。 

第三层次：专家阶段。必要的理性思考已在此前完成，学习者可以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直觉地回

应当前环境中的各种可供性邀请。重要的是，第三层次是朝向模型开放而非断裂的。假如学习者遇到

某个不曾识别的陌生环境(意味着出现新的可供性邀请)，或要有意识地强化已经习得的技能(重新抉择

回应某种可供性的特定行为)，学习者将会有意识地后退一步，重新审视这些可供性。这意味着学习

者将重返胜任阶段或熟练阶段。而假如学习者要更为彻底地重新学习一种新的技能，他将重返第一阶

段。 

按此描述，学习者的技能习得过程并非从零开始，而总是建立在先前的技能习得基础之上。每一

次成功的技能习得都内化为学习者的身体经验，成为学习者所处更大环境的一部分，共同参与未来的

技能习得过程。然而，环境中可供性的呈现是无穷可能的，技能习得在事实上只能是一个持续而循环

的无穷进程。修正后的技能习得模型解决或避免了此前存在的潜在认知主义立场、思维与直觉的不断

纷争、模型前后的断裂以及更重要的对技术与环境等“物的维度”的根本忽视等问题。它更加明确地

指出，人类不是主宰万物的认识者，而首先是依赖万物的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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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后现象学可供性理解的技能习得模型 

 

四、结语 

 

反思人类自身的思维与行为，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亟须对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作出明确区分的

当前尤为重要。技能习得模型为人类反思自身思想与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德雷福斯主张技

能习得模型旨在展现“人类如何更加充分地揭示世界”，这使其目光始终聚焦于描述主体对可供性的

识别过程，即从“认知主体”彻底转变为“行为主体”。对“认知主体”的强调使得技能习得模型前

后产生了一种“断裂”，并导致其无法有效地贯彻德雷福斯本来的哲学主张。我们对技能习得模型进

行后现象学修正，强调了“世界如何向人类显现”的不同维度，从人−技术−世界这一整体维度揭示了

可供性的具体呈现过程，指出“认知主体”同样具身于环境之中。于是，技能习得模型对“认知主体”

和“行为主体”的各自强调，可分别对应于解释人类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人类如何揭示世界”和“世

界如何向人类显现”两种不同维度，成为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修正后的技能习得模型描述了一个连

贯而循环的技能习得过程，主体始终处于更大的社会物质文化背景之中，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进行连

续不断的技能习得。环境呈现出的可供性始终表现为一种邀请，在主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技术调节的

基础上共同产生。修正后的技能习得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技能习得的具体过程，更能体现人类自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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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思维与行为，并更加符合德雷福斯的哲学主张和当前技术哲学的“物的转向”哲学理念。这一理

念强调，人与世界在技术调节中互相构成，当我们意识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时，也应意识到与其对

称的“万物是人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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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flecting on human thinking and behavior, Dreyfus’ model of skill 

acquisi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affordance” in this model is understood by Hubert Dreyfus as a 

direct solicitation, an understanding that rejects the objectivity that characterizes affordance as an 

environmental factor. Paradoxically, however, “the solicitations of affordances” in his model of skill 

acquisition is inevitably based on the objectivity of affordance. It makes the model of skill acquisition 

incapable of realizing Dreyfus’ philosophical claims.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is that the model presupposes 

a “cognitivist subject” and ignores the “dimension of thing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By 

revealing the process of presenting affordances through postphenmenology, and by refining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model’s understanding of affordances, it is possible to revise the model of skill acquisition to b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philosophical ideal of Dreyfus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s idea of “thingly turn”. 

Key words: Dreyfus; the model of skill acquisition; affordance; solicitation; postphen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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